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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双重任务。本
文首先系统阐述了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然后采用 2002 －2014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
数据进行了因果推断检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不仅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具有明显的结构效
应———更有助于服务业部门的增长，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调整。扩展分析表明，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
在教育发展程度好、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我们的研究为“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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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应用越来越普及，针对互联网经

济影响的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内容涉及

经济增长( Ivus和 Boland，2015 ) 、就业( 邵文波和
盛丹，2017) 、生产率 ( 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 ) 以
及国际贸易 ( 施炳展，2016 ) 等领域。然而，大多
数研究只检验了互联网的总体经济效应，较少关

注互联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当下，中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双重任务。在此背景
下，研究互联网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在研究互联网经济增
长效应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互联网引致的增长是

否带有部门偏向，从而具有结构调整的效应。
虽然关于互联网增长效应的研究已有不少，

但研究结论不尽一致 ( Czernich et al．，2011; For-
man et al．，2012; Kolko，2012; 韩宝国和朱平芳，
2014) 。因此，还需要使用新数据来源的研究证据
予以充实，而且国内关于互联网增长效应研究的

因果推断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区别于已
有文献的主要不同之处是重点研究了互联网的产

业结构调整效应，我们首先从需求端和供给侧系

统阐述了互联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

然后借助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互联网的结构

调整效应，并扩展分析了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的

异质影响。
互联网经济效应研究的难点是处理内生性问

题。互联网的投资和使用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
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的互联网渗透率就是内生的。为了减
弱这种内生性，我们使用地理信息变量———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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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度作为互联网渗透率的工具变量。我们从相
关性、外生性和排他性方面论证了该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我们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不仅证实了互
联网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效应，而且发现

结构调整效应在教育发展程度好、城市化水平高
的地区更显著。
文章其余部分的安排是: 第二部分在梳理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互联网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

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方法、数
据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分别包

括固定效应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的增长效应和结

构调整效应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涵义。

二、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互联网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典型代

表，互联网经济效应的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从属

于信息通信技术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其文献
的发展脉络如下:

早期关于 ICT 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是把
ICT理解为一种新型资本和基础设施，从资本深
化的角度理解 ICT 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Jorgen-
son，2005) 。此文献认为，ICT 生产部门技术进步
和生产效率提升迅速，使得 ICT产品价格下降，促
进 ICT使用部门资本积累，并且通过 ICT 资本对
其它资本的替代实现全社会的资本深化，进而促

进经济增长。按照该研究思路的代表文献还有孙
琳琳等( 2012) 、蔡跃洲和张钧南( 2015) 。
另一条研究思路则强调 ICT的通用型技术特

性，认为 ICT产品具有使用广泛、持续改进、激发
创新的特点，是典型的通用型技术 ( Jovanovic 和
Ｒousseau，2005) 。ICT 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将
通过 ICT使用部门渗透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 Forman 和 van Zeebroeck
( 2010) 认为，ICT 产品不仅发挥着储存和传播知
识信息的功能，而且 ICT 产品通过使沟通更加便
利，提高了协作的效率，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创造，

这一点在知识经济时代变得愈加重要。基于通用
型技术的逻辑，郭家堂和骆品亮( 2016) 研究了互
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可见，无论是通过资本深化的渠道还是通过

通用型技术渗透的渠道，在理论层面，互联网促进

经济增长的机制是清晰明确的。但实证研究的结
果却不尽一致。作为早期研究的代表，Czernich et
al． ( 2011) 使用 OECD 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互
联网对人均 GDP 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or-
man et al． ( 2012) 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虽然也证
实了宽带网络投资对工资和就业增长的积极作

用，但这种作用只在收入高、人口多、技能好的地
区才显著。同样是针对美国的研究，Kolko( 2012)
却发现，宽带网络扩张对工资和就业没有影响。
Ivus和 Boland( 2015) 对加拿大的研究则发现，互
联网促进工资和就业增长的效应只在服务业部门

显著，对制造业部门并无影响。实证研究结论的
不统一恰恰说明了来自新数据的研究证据的必要

性和价值。虽然韩宝国和朱平芳( 2014) 也研究了
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本文不同之处在

于，首先我们使用的是更微观的地市级数据而不是

省级数据，其次我们使用了更加外生的地理变量作

为工具变量，有助于提高因果推断的质量。
要理解互联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

制，我们首先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明确主流文献中

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多数文献基本
上是从需求端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的。从
需求端研究结构变迁机制的文献认为，不同部门

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或效用等级不同，因而随着

收入增加，消费者需求从低端必需品升级到高端

产品和服务，进而在宏观上体现为产业结构从农

业为主到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变迁。从需求端研
究结构变迁机制的代表性文献，如 Kongsamut et al
( 2001) 以及 Comin et al( 2015) 通过构建非位似偏
好捕 捉 需 求 侧 的 收 入 效 应。而 Foellmi 和
Zweimüller( 2008 ) 、Buera 和 Kaboski ( 2012 ) 则通
过构建等级偏好效应函数刻画产品品质升级对结

构变迁的影响。从供给侧探讨结构变迁机制的文
献认为，不同部门间的生产函数具有异质性，主要

体现在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 ( Ngai 和 Pissarides，
2007) 、要素密集度( 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 )
以及要素替代弹性方面 ( Alvarez － Cuadrado 和
Van Long，2017) 的差异，由此，不同部门间产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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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和资源在部门间

的重新配置，最终导致了结构变迁。
为了明确地表现互联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

作用机制，我们借鉴 Ｒestuccia et al． ( 2008 ) 、Du-
arte ＆ Ｒestuccia( 2010 ) 的研究，构建一个既包含
非位似偏好特征的效用函数，又包含部门生产率

异质性特征的生产函数在内的结构变迁模型。
首先是模型中的生产部门，假设经济体有农

业、工业、服务业三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只有劳动
一种投入品，部门生产函数差异仅体现在劳动生

产率( Ai ) 上，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性质的:

Yi = AiLi，i∈{ a，m，s} ( 1)
其中，{ a，m，s}分别代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部门，Yi 是部门 i的最终产出，Li 是投入部门 i 的
劳动，互联网对生产函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

参数 Ai 中，Ai 代表部门 i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既可以来自于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带来

的 ICT资本深化，也可以来自互联网技术进步，因

此我们可以把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 (
As

Am
) 看作是

互联网的函数，
As

Am
= g( Ineternet) 。假设部门 i 中

代表性厂商是在竞争性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生产，

面临的产品价格是 pi，要素价格是 wi。故厂商利
润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达为: max

L10
{ piAiLi － wiLi}。

再其次是家户的消费行为，假设代表性家户

从消费农产品( ca，t ) 、工业品( cm，t ) 和服务( cs，t ) 中
获得效用。我们采用对数线性函数来刻画代表性
家户的消费:

u( ca，t，ct ) = alog( ca，t － a) + ( 1 － a) log( ct ) ，a
∈［0，1］ ( 2)
其中非农产品和服务的组合 ct 是 CES( 常替

代弹性) 形式:

ct =［bc
p
m，t + ( 1 － b ) ( cs，t + st )

p］1 /p，b、p∈
( 0，1) ( 3)
在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我们引入了

维持生存所需的农产品最低消费额( a) 以及消费
者自我供给的服务消费额( st ) ，这使得消费者偏
好是非位似的，对农产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小于 1，
而对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 1。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互联网对效用函数的影响体现在服务消费

的非市场供给项 ( st ) 中。在 Kongsamut et al
( 2001) 、Duarte ＆ Ｒestuccia( 2010) 等文献中，并没
有讨论自我供给服务( st ) 的内生决定。很显然，st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专业化分工水平，专业

化分工水平越高，则自我供给服务额( st ) 越小。根
据 Borghans和 Weel( 2006) 的研究，互联网可以通
过减少协调和交易成本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把自我供给服务( st ) 看作是互联网
的函数 st = S( Internett ) ，互联网通过促进专业化分
工降低了服务消费中的自我供给部分。
明确了效用函数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把代表

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表达为在给定 paca +
pmcm + pscs = wL预算约束下的最优化问题:

max
c10
{ alog( ca，t － a) + ( 1 － a) 1p log［bcpm，t + ( 1

－ b) ( cs，t + st )
p］} ( 4)

市场均衡时可得:

b
1 － b(

cm
cs + s
) p － 1 =

pm

ps
( 5)

根据市场出清条件，ci = Yi 以及 pi =
1
Ai
，式

( 5) 可以改写为:
Ys

Ym
= ω(

As

Am
)

1
1 － p － s

AmLm
，ω = ( 1 － b)

b )
1

1 － p ( 6)

又由
As

Am
= g( Internett )和 st = S( Internett )可得:

Ys

Ym
= ωg ( Internet )

1
1 － p － s( Internet)

AmLm
，ω =

( 1 － b)
b )

1
1 － p ( 7)

由此可见，互联网对产业结构(
Ys

Ym
) 的影响既

可以是通过作用于供给侧的部门生产率 (
As

Am
) 实

现，也可以通过深化分工影响需求端的非市场服

务消费( s) 实现。在供给侧，互联网通过 ICT资本

深化和技术进步，影响部门相对生产效率(
As

Am
) ，

带动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服务部门，从而促进产

业结构(
Ys

Ym
) 的调整升级; 在需求端，互联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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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协调成本，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影响效用函

数，促进服务消费更多地从自我供给型服务消费

转向市场交易型服务消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

(
Ys

Ym
) 的调整升级。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 一) 实证方法和模型

检验互联网的经济影响需要克服内生性的实

证难题。显然，网络基础设施的覆盖和互联网的
使用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到收入水平等经济社会

因素的影响。因此，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互联
网渗透率就是一个内生变量。即便是添加控制变
量后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仍有可能是有偏的。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从

内生变量中分离出外生变动的部分。本文借鉴
Kolko( 2012) 和 Ivus 和 Boland( 2015) 的做法，使用
地理信息变量———地形起伏度( 每个样本区域海拔
的标准差) 作为互联网渗透率的工具变量。
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在工具相关性方面，有充分的证
据表明，地形起伏度既影响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成本，又会影响互联网的使用质量。如 Prieger
( 2003) 在研究数字技术供给时特别提到，由于地
形起伏复杂，在山地丘陵地区建设网络基础设施

的成本要远大于平原地带。而且，复杂的地形地
貌还会影响互联网信号质量。Corning ( 2005 ) 的
研究以无线宽带固定接入技术———微波多点分配
系统 ( Microwave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ystems，
MMDS) 为例，在平原地带 MMDS技术的信号覆盖
范围是 100 公里，但在山地丘陵地区的信号覆盖
范围会显著下降。在后文的回归结果中，所有工
具变量回归都通过了弱工具检验，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的担忧。
在工具外生性方面，地形起伏度作为先定的

地理信息变量自然是外生的，不会受经济社会因

素的影响。但我们还要考虑地形变量通过互联网
变量以外的其它渠道影响经济绩效的情形，可能的

担忧是地形因素通过影响人口规模、交通成本等因
素影响产业集聚( Ｒosenthal 和 Strange，2008) 。为

此，我们将通过控制人口规模、交通成本等变量来
排除该渠道的影响，从而满足排他性假设。
本文借鉴 Czernich et al． ( 2011 ) 、Kolko

( 2012) 、Ivus和 Boland( 2015) 对互联网经济增长
效应的研究，把分析互联网增长效应的实证模型

设定如下: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Growthit = α it + β1 Internetit + γ1L． lrgdpcit +
γ2 lInvestit + γ3 lGovoutit + γr lFdiit + γ5 lＲ＆Dit + μi +
τt + εit ( 8)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Growthit = α it + β1

)In ternetit + γXit + δ1 lPopit +
δ2 infrait + μi + τt + εit ( 9)

Internetit = α it + β1Elevationi × yrit + γXit +
δ1 lPopit + δ2 infrait + μi + τt + εit ( 10)
其中，下标 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被解释

变量 Growthit用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衡量。核心
解释变量 Internetit，是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
Elevationx yrit是将每拔标准差与年度虚拟变量的
交乘项作为 Internetit的工具变量。固定效应回归
模型式( 8 ) 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 的滞后项
( L． lrgdpcit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 lInvestit ) 、人
均财政支出( lGovoutit )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 lF-
diit ) 、人均科研支出 ( lＲ＆Dit ) 。工具变量回归模
型式( 9) 和式( 10 ) 中的控制变量向量 Xit包含与

式( 8)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相同的控制变量，此
外，为了控制工具变量通过其他渠道影响被解释

变量，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还增加控制了人口规模

( lPopit ) 以及道路密度 ( infrait ) 变量。μi 和 τt 分
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借鉴 Akerman et al( 2015) 对互联网技能

偏向的研究，把分析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的实证

模型设定如下: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Structureit = α it + β1 Internetit + γ1 lrgdpcit +
γ2 lrgdpc2it + γ3 lInvestit + γ4 lGovoutit + γ5 lFdiit +
γ6 lＲ＆Dit + μi + τt + εit ( 11)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Structureit = α it + β1

   Internetit + γXit + δ1 lPopit

+ δ2 infrait + μi + τt + εit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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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it = α it + β1Elevationi × yrit + γXit +
δ1 lPopit + δ2 infrait + μi + τt + εit ( 13)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 Structureit ) 用第三产

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衡量。核心解释变
量 Internetit，是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Elevationi

× yrt 是海拔标准差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
为 Internetit的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式( 11) 中
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 的水平值和二次项
( lrgdpcit、lrgdpc2it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lInves-
tit ) 、人均财政支出( lGovoutit )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额( lFdiit ) 、人均科研支出( lＲ＆Dit ) 等。工具变量
回归模型式( 12 ) 和式( 13 ) 中的控制变量除了包
含式( 11) 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控制变量 Xit，为

了排除工具变量中混杂了通过互联网以外的其它

渠道影响产业结构的可能情形，还控制了人口规

模( lPopit ) 以及道路密度 ( infrait ) 变量。μi 和 τt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 二)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衡量经济增长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growthit ) 是将名义人均 GDP以 2002 年不
变价格为基期经 GDP 指数调整为实际人均 GDP
再计算得到。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在文献中多使
用三次产业占 GDP的比重( 安苑、王珺，2012) ，或
者突出服务业的重要性用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
代表。本文中我们研究互联网对工业部门和服务
业部门的影响偏向，更关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

门的相对变化，因此我们采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

二产业产值之比( structureit ) 衡量产业结构。指标
构建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衡量互联网的指标是互联网

渗透率，该指标是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公
布的“互联网宽带订购用户数”与“年末人口数”
两项数据计算得出。
工具变量: 地形起伏度以海拔标准差表示。

海拔标准差的计算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提供的

DEM数字高程数据，结合 ArcGIS 软件可以计算
出每个栅格的平均海拔，再将 DEM数据与地级市
行政区划边界叠加相交，最终可以计算出每个地

级市边界范围内的海拔标准差。
其他控制变量: 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额、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科研支出、人均外商直
接投资额、人口规模以及道路密度的原始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1给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含样本

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信息。我们的样
本覆盖 274个地级市 2002 －2014年度的数据。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rowth 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 2717 0． 130 0． 030 0． 050 0． 200

structure 服务业产值 /第二产业
产值

2806 0． 730 0． 230 0． 100 1． 420

Internet 互联网渗透率 2802 0． 060 0． 050 0 0． 220
elevation 地形起伏度 2839 202． 3 170． 3 1． 293 1025
lrgdpc 人均 GDP对数 2717 9． 460 0． 700 7． 300 11． 70
linvest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2804 8． 970 1． 050 5． 810 12． 17
lgovout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2804 7． 460 1． 010 4． 520 10． 42
lＲ＆D 人均研发支出对数 2807 2． 540 1． 400 0 6． 680
lfdi 人均 FDI对数 2809 5． 350 1． 550 0． 880 9． 360
lpop 人口规模对数 2809 5． 900 0． 600 3． 700 7． 120
infra 道路密度 2806 1． 060 1． 350 0 19． 47
lurban 建成区面积对数 2808 4． 124 0． 702 1． 609 6． 384

collage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取对数

2735 4． 256 1． 086 1． 109 7． 057

四、实证分析结果

( 一) 互联网的增长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来分析互联网的经济增长效应估计结

果。表 2 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互联网经
济增长效应的结果: 第( 1 ) 栏是人均 GDP 增长率
对互联网渗透率单一解释变量回归，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然而单一解释变量回归的系数往往因遗
漏相关协变量 ( covariate) 而导致遗漏变量偏误，
为了减弱这种偏误，我们在第( 2) － ( 6) 栏中相继
增加了滞后一期的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研发支出和人均外商直接
投资等控制变量。
随着控制变量的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互

联网渗透率的回归系数一直保持显著正向，而且

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和模型

调整后 Ｒ2 的大小趋于稳定，说明增加控制变量

后，模型设定趋于完备。从第 ( 6 ) 栏的回归结果
来看，互联网渗透率每提高 1 个单位，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0． 249 个单位，可见互联网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不仅是统计上显著，而且经济上也是显

著的。这与罗雨泽等( 2007) 、郑世林等( 2014)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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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信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论相似。
再看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人均 GDP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这符合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经济增长减速的“增长收敛”机制。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正向显著，这与张卫国等( 2011 ) 的研
究结论一致，也再次验证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作用。财政支出的系数正向显著，这与严
成樑和龚六堂( 2009) 的研究结果相似，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力。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粗放型为

主，该结果再次佐证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

距离创新驱动依然任重道远。外商直接投资正向
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这与姚树洁等( 2006 ) 的研究
结果相似，证实了外向型经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的重要作用。表 2 各栏的回归模型都控制了城市
层面的固定效应和时间维度的年度固定效应，回

归标准误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 2 互联网的经济增长效应:固定效应回归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增长率( growth)

( 1) ( 2) ( 3) ( 4) ( 5) ( 6)

互联网
0． 286＊＊＊
( 0． 022)

0． 180＊＊＊
( 0． 043)

0． 246＊＊＊
( 0． 044)

0． 252＊＊＊
( 0． 044)

0． 251＊＊＊
( 0． 044)

0． 249＊＊＊
( 0． 044)

滞后一期人均 GDP －0． 023＊＊＊
( 0． 007)

－0． 174＊＊＊
( 0． 064)

－0． 197＊＊＊
( 0． 060)

－0． 200＊＊＊
( 0． 060)

－0． 207＊＊＊
( 0． 06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31＊＊＊
( 0． 004)

0． 029＊＊＊
( 0． 004)

0． 029＊＊＊
( 0． 004)

0． 029＊＊＊
( 0． 004)

人均财政支出
0． 021＊＊＊
( 0． 002)

0． 020＊＊＊
( 0． 002)

0． 021＊＊＊
( 0． 002)

人均研发投入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3＊＊＊
( 0． 00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151＊＊＊
( 0． 002)

0． 097
( 0． 266)

0． 981＊＊＊
( 0． 296)

1． 095＊＊＊
( 0． 281)

1． 125＊＊＊
( 0． 279)

1． 161＊＊＊
( 0． 279)

调整的 Ｒ2 0． 176 0． 196 0． 252 0． 253 0． 254 0． 256
样本量 2717 2717 2717 2717 2717 2717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p ＜ 0． 05，＊＊＊p ＜ 0． 01。

表 2 的分析虽然尽可能地控制了相关变量，
但依然可能因为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
题，导致估计系数有偏。因此，为了进一步减弱内
生性的影响，我们采用工具变量估计，表 3 展示了
以人均 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形起伏度
( 海拔的标准差) 作为互联网渗透率工具变量的

回归结果。在表 3 的( 2 ) － ( 6 ) 列我们依次加入
了与表 2 固定效应回归相同的控制变量，从表 3
各列结果来看，工具变量回归估计的互联网渗透

率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依然是正向显著的，而且系

数大小都有所增加。以第 ( 6 ) 列为例，互联网渗
透率每提高 1 个单位，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0. 787 个单位，系数大小是固定效应回归的 3 倍
多，这说明减弱内生性的干扰后，互联网的经济增

长效应估计更为显著。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量的值都大于 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担

忧。再看控制变量的系数也没有异常变化，大致
与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一致。
此外，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除了满足工具外

生性和工具相关性条件外，还需要满足排他性，即

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只通过内

生变量作用于被解释变量。对于本文中工具变量
的一点可能的担忧是地形起伏度通过互联网渗透

率以外的其他渠道影响被解释变量，比如地形起

伏度会通过人口规模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

产业集聚 ( Ｒosenthal 和 Strange，2008 ) ，进而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了缓解对排他性的担忧，我们在
表 3 第( 7) 列的回归中增加了人口规模和道路密
度两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互联网的回归系数依

然正向显著，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再次说明了我

们采用的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总之，无论是
固定效应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均验证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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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效应。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为更好地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表 3 互联网的经济增长效应:工具变量回归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增长率( growth)

( 1) ( 2) ( 3) ( 4) ( 5) ( 6) ( 7)

互联网
0． 881＊＊＊
( 0． 129)

0． 803＊＊＊
( 0． 122)

0． 850＊＊＊
( 0． 111)

0． 843＊＊＊
( 0． 106)

0． 802＊＊＊
( 0． 100)

0． 787＊＊＊
( 0． 101)

0． 771＊＊＊
( 0． 255)

滞后一期人均 GDP －0． 110＊＊＊
( 0． 025)

－0． 213＊＊＊
( 0． 039)

－0． 307＊＊＊
( 0． 056)

－0． 297＊＊＊
( 0． 055)

－0． 303＊＊＊
( 0． 056)

－0． 308＊＊＊
( 0． 054)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50＊＊＊
( 0． 005)

0． 043＊＊＊
( 0． 005)

0． 042＊＊＊
( 0． 005)

0． 042＊＊＊
( 0． 005)

0． 096＊＊＊
( 0． 027)

人均财政支出
0． 022＊＊＊
( 0． 008)

0． 018＊＊
( 0． 008)

0． 019＊＊
( 0． 008)

0． 026＊＊
( 0． 012)

人均研发投入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2＊＊＊
( 0． 001)

0． 008＊＊＊
( 0． 002)

人口规模
0． 061
( 0． 048)

交通基础设施
0． 198＊＊
( 0． 096)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工具变量估计一阶段的 F值
Ｒobust F stat． 14． 930 16． 638 19． 431 15． 021 17． 587 17． 751 19． 221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p ＜ 0． 05，＊＊＊p ＜ 0． 01。

( 二) 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接下来，我们检验互联网引致的增长是否有

部门偏向，即互联网是否具有结构调整效应。表
4 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分析互联网结构调整
效应的回归结果: 第 ( 1 ) 栏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
业增加值之比 ( 以下简称产值比例) 对互联网渗

透率单一解释变量回归，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提高互联网渗透率有利于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调

整。我们在第( 2) 栏中加入人均 GDP作为控制变
量，考虑收入水平对产值结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故我们同时控制了人均 GDP的水平值和二次项，
在第( 3) － ( 6 ) 栏中又相继增加了人均固定资产
投资、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研发支出和人均外商直
接投资等可能影响结构变迁的控制变量。
随着控制变量的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互

联网渗透率的回归系数一直保持正向显著，而且

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和模型

调整后 Ｒ2 的大小趋于稳定，说明增加控制变量

后，模型设定趋于完备。在所有模型设定中，互联
网渗透率的回归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说明互联网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调整的

效应确实存在。从第 ( 6 ) 栏的回归结果来看，互

联网渗透率每提高 1 个单位，产值比例提高 0．
788 个单位，可见互联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仅
是统计上显著，而且经济上也是显著的。再看其
它控制变量的系数，人均 GDP 一次项系数为负，
二次项系数为正，都在 1%水平显著，意味着人均
GDP对产值比例的影响成先降后升的“U”型。人
均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负向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很重

要，但由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属性更突出，使得投

资对制造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此一来，固定资产

投资对产值结构的影响就是负向的了。从回归系
数看，人均财政支出显著促进了产值比例的提高，

这反映了财政支出在淘汰“两高一低”产业、支持
服务业发展上的成效，该结果也与张同斌、高铁梅
( 2012) 的研究相一致，再次验证了财政政策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研发支出的系数为正，但
在第( 5) 栏中不显著，在第( 6) 栏中仅为边际显著，
说明中国研发支出的绩效还有待提高。外商直接
投资的回归系数负向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

在国际垂直价值链分工中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环

节，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投向制造业领域，这造成

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产值结构的影响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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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固定效应回归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structure)

( 1) ( 2) ( 3) ( 4) ( 5) ( 6)

互联网
0． 785＊＊＊
( 0． 143)

0． 800＊＊＊
( 0． 175)

0． 968＊＊＊
( 0． 173)

0． 799＊＊＊
( 0． 161)

0． 800＊＊＊
( 0． 160)

0． 788＊＊＊
( 0． 160)

人均 GDP －1． 138＊＊＊
( 0． 121)

－0． 684＊＊＊
( 0． 221)

－1． 201＊＊＊
( 0． 223)

－1． 219＊＊＊
( 0． 223)

－1． 180＊＊＊
( 0． 223)

人均 GDP平方项 0． 047＊＊＊
( 0． 005)

0． 029＊＊＊
( 0． 009)

0． 049＊＊＊
( 0． 009)

0． 050＊＊＊
( 0． 009)

0． 048＊＊＊
( 0． 009)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68＊＊＊
( 0． 023)

－0． 102＊＊＊
( 0． 026)

－0． 102＊＊＊
( 0． 026)

－0． 099＊＊＊
( 0． 025)

人均财政支出
0． 116＊＊＊
( 0． 026)

0． 105＊＊＊
( 0． 024)

0． 102＊＊＊
( 0． 024)

人均研发投入
0． 007
( 0． 005)

0． 009*
( 0． 005)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9*
( 0． 005)

常数项
0． 776＊＊＊
( 0． 011)

7． 299＊＊＊
( 0． 675)

5． 221＊＊＊
( 1． 099)

7． 749＊＊＊
( 1． 114)

7． 929＊＊＊
( 1． 132)

7． 721＊＊＊
( 1． 130)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dj Ｒ2 0． 070 0． 289 0． 304 0． 323 0． 325 0． 327
样本量 2802 2802 2802 2802 2802 2802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p ＜ 0． 05，＊＊＊p ＜ 0． 01。

与对增长效应的分析一样，为了减弱内生性

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

回归方法研究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表 5 展示
的是以产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形起伏度作

为互联网渗透率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 5 的
( 2) － ( 6) 列我们依次加入了与表 4 固定效应回
归相同的控制变量，从表 5 各列结果来看，工具变

量回归的互联网渗透率对产值结构的系数依然是

正向显著的，而且系数大小有所增加。以第( 6) 列
为例，工具变量方法估计的互联网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意味着互联网渗透率每提高 1 个单位，
产值结构将提高 1． 032 个单位。工具变量一阶段
回归的 F值都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假设。

表 5 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工具变量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structure)

( 1) ( 2) ( 3) ( 4) ( 5) ( 6) ( 7)

互联网
0． 954＊＊＊
( 0． 349)

0． 998＊＊＊
( 0． 387)

1． 253＊＊＊
( 0． 447)

1． 186＊＊＊
( 0． 348)

1． 118＊＊＊
( 0． 346)

1． 032＊＊＊
( 0． 336)

0． 973＊＊＊
( 0． 324)

人均 GDP －0． 847＊＊＊
( 0． 206)

－1． 547＊＊＊
( 0． 208)

－1． 595＊＊＊
( 0． 210)

－1． 438＊＊＊
( 0． 202)

－1． 403＊＊＊
( 0． 202)

－1． 667＊＊＊
( 0． 202)

人均 GDP平方项 0． 036＊＊＊
( 0． 009)

0． 051＊＊＊
( 0． 009)

0． 065＊＊＊
( 0． 009)

0． 058＊＊＊
( 0． 008)

0． 057＊＊＊
( 0． 008)

0． 067＊＊＊
( 0． 008)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29
( 0． 024)

－0． 083＊＊＊
( 0． 025)

－0． 097＊＊＊
( 0． 026)

－0． 091＊＊＊
( 0． 026)

－0． 087＊＊＊
( 0． 024)

人均财政支出
0． 155＊＊＊
( 0． 025)

0． 105＊＊＊
( 0． 021)

0． 103＊＊＊
( 0． 021)

0． 132＊＊＊
( 0． 022)

人均研发投入
0． 010＊＊＊
( 0． 003)

0． 012＊＊＊
( 0． 004)

0． 011＊＊＊
( 0． 004)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9*
( 0． 005)

－0． 010＊＊
( 0． 005)

人口规模
0． 032＊＊＊
( 0． 005)

交通基础设施
0． 011＊＊
( 0． 00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工具变量估计一阶段的 F值
Ｒobust F stat． 15． 137 15． 834 19． 153 15． 534 18． 257 18． 041 19． 861
样本量 2802 2802 2802 2802 2802 2802 2802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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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工具变量通过人口规模、交通成本
等互联网以外的因素影响被解释变量，我们在第

( 7) 列中增加了人口规模和道路密度两个控制变
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正向显著，且变化不

大，表明了我们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总之，无
论是固定效应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都验证了互

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该结论对于信息时代背景
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 三) 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的扩展分析

现有文献在研究互联网的增长效应时，发现

互联网与教育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平存在明显的
互补性，表现为在教育水平发达、高技能劳动力集
聚的地区，互联网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 ( Forman
et al．，2012; Akerman et al．，2015) 。为此，我们将
进一步检验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在教育和技能

水平不同的地区是否也存在差异。
我们以“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 ( col-

lege) ”作为衡量地区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指标，依
据该变量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教育发达组和教育

欠发达组，分组回归的结果见表 6。表 6 第( 1 ) 、
( 2) 列是固定效应回归估计的结果，第( 3) 、( 4) 列
是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从表 6 来看，无论是固
定效应估计还是工具变量估计，在教育欠发达组，

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教育发达组的系数则都正

向显著，且大于欠发达组系数。因此，互联网的结
构调整效应在教育和技能维度确实存在异质影

响，在教育发达、高学历劳动力集中的地区，互联
网的结构调整效应更为显著。该结果具有重要的
政策涵义，这意味着互联网技术和技能、教育水平
存在互补性，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促进经济增长、
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除了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等

硬件投资之外，还要注意对劳动者进行针对性的

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

本积累。
除了在教育、技能水平上的差异，已有研究还

发现互联网的增长效应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分野。
比如同样是针对美国的研究，Forman et al．
( 2012) 发现，互联网的增长效应在人口众多且密
集的城市地区更为显著，而 Kolko ( 2012 ) 则得出
了相反的结论，他的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增长效应

只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针对互联网的增
长效应在城乡之间的差异，Forman et al． ( 2005 )
甚至提出了两种相反的理论。城市领导理论( ur-
ban leadership theory) 认为，由于城市地区可以提
供很好的配套设施和支持资源，在城市供给和使

用互联网的成本更低，因此城市地区将更快地从

互联网技术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相反地，地球村
理论( global village theory) 则认为，尽管偏远乡村
地区供给和使用互联网的成本高，但乡村地区使

用互联网的边际收益高，因为互联网可以降低偏

远地区经商的交流和协调成本，帮助偏远地区克

服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方面的障碍。
表 6 扩展分析:按教育发展水平分组回归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structure)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教育欠发达组 教育发达组 教育欠发达组 教育发达组

互联网
0． 359
( 0． 405)

1． 259＊＊＊
( 0． 419)

0． 491
( 0． 559)

1． 405＊＊
( 0． 603)

人均 GDP －2． 596＊＊＊
( 0． 429)

－2． 133＊＊＊
( 0． 471)

－1． 463＊＊＊
( 0． 318)

－1． 630＊＊＊
( 0． 307)

人均 GDP平方项 0． 116＊＊＊
( 0． 022)

0． 096＊＊＊
( 0． 022)

0． 059＊＊＊
( 0． 013)

0． 066＊＊＊
( 0． 012)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44
( 0． 030)

－0． 058*
( 0． 035)

－0． 115＊＊＊
( 0． 034)

－0． 111＊＊＊
( 0． 034)

人均财政支出
0． 111＊＊＊
( 0． 020)

0． 072＊＊＊
( 0． 022)

0． 124＊＊
( 0． 049)

0． 157＊＊＊
( 0． 047)

人均研发投入
－0． 000
( 0． 004)

－0． 004
( 0． 005)

0． 019＊＊＊
( 0． 006)

0． 019＊＊
( 0． 008)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1
( 0． 006)

0． 003
( 0． 007)

－0． 013＊＊＊
( 0． 005)

－0． 012＊＊
( 0． 006)

人口规模
0． 327*
( 0． 163)

0． 240＊＊＊
( 0． 059)

0． 159＊＊
( 0． 063)

0． 082＊＊
( 0． 033)

交通基础设施
0． 003
( 0． 008)

0． 003
( 0． 005)

0． 013
( 0． 247)

0． 169
( 0． 172)

adj Ｒ2 0． 295 0． 306 － －
Ｒobust F stat． － － 17． 699 18． 415
样本量 1425 1310 1425 1310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

＊p ＜0． 05，＊＊＊p ＜ 0． 01。

为此，本文检验了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是

否也存在城乡间的差异。但由于样本局限，我们
并不能直接将样本划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子样

本。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上比
较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的差异。为此，我们参照
章泉( 2009) 、毛德凤( 2016 ) 等做法，用建成区面
积( urban) 作为衡量城市化的变量，并依据该指标
的均值将样本分成高城市化组和低城市化组，分

组回归的结果见表 7。表 7 第( 1 ) 、( 2 ) 列是固定
效应回归估计的结果，第( 3 ) 、( 4 ) 列是工具变量
估计的结果。从表 7 来看，无论是固定效应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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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工具变量估计，低城市化子样本的核心解释

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而高城市化组的核心解

释变量回归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互联网的结构调整效应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更

明显。互联网的经济效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的政策涵义也很重要，意味着互联网对经

济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间的收益分配效应。
表 7 扩展分析:按城市化水平分组回归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structure)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低城市化组 高城市化组 低城市化组 高城市化组

互联网
0． 564
( 0． 498)

1． 471＊＊
( 0． 746)

0． 740
( 0． 485)

2． 406*
( 1． 314)

人均 GDP －1． 214＊＊＊
( 0． 448)

－1． 654＊＊
( 0． 637)

－1． 853＊＊＊
( 0． 383)

－1． 732＊＊＊
( 0． 645)

人均 GDP平方项 0． 049＊＊＊
( 0． 018)

0． 072＊＊
( 0． 034)

0． 074＊＊＊
( 0． 015)

0． 071*
( 0． 03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056
( 0． 042)

－0． 065＊＊
( 0． 028)

－0． 012
( 0． 036)

－0． 097＊＊＊
( 0． 029)

人均财政支出
0． 117＊＊
( 0． 047)

0． 062＊＊＊
( 0． 018)

0． 131＊＊＊
( 0． 040)

0． 064＊＊＊
( 0． 020)

人均研发投入
－0． 002
( 0． 006)

0． 006
( 0． 006)

0． 002
( 0． 006)

0． 005
( 0． 005)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0． 002
( 0． 006)

－0． 007
( 0． 006)

－0． 001
( 0． 005)

－0． 006
( 0． 006)

人口规模
0． 047
( 0． 137)

0． 198＊＊＊
( 0． 056)

0． 064
( 0． 281)

0． 251＊＊
( 0． 099)

交通基础设施
0． 004
( 0． 005)

0． 009＊＊
( 0． 004)

0． 005
( 0． 006)

0． 006
( 0． 005)

adj Ｒ2 0． 133 0． 441 － －
Ｒobust F stat． － － 16． 310 20． 427
样本量 1480 1322 1480 1322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 1，*

＊p ＜0． 05，＊＊＊p ＜ 0． 01。

五、结论和政策涵义

针对互联网经济效应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

界研究的热点，但大多数研究只考察了互联网的

总体经济效应，较少关注互联网对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面临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双重任务的背景下，研究互联网的增长效应和结

构调整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互联
网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为减
弱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地形起伏度作为互联网的

工具变量。来自 2002 － 2014 年地级市层面的面
板数据的工具变量估计发现，互联网不仅显著促

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效

应———更有助于服务业部门的增长，从而提高了
服务业的产值比重。扩展分析表明，互联网的结

构调整效应在教育发展程度好、城市化水平高的
地区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不仅可以促进经济

增长，而且还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作用，这为

政府“稳增长、调结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认为加快推进“互联网
+”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
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主动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互
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

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

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

新动能。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
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关于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异质性的分析

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在
教育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给我们的启示

是:互联网技术与教育和技能水平具有互补性，政

府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经济效应，除了加大网络

硬件设施投资，还应增加教育、技能培训等软件投
入。互联网结构调整效应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
更为显著，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看到互联网能够提

高效率的同时，也要警惕互联网对公平的影响，关

注互联网经济效应的收益分配问题。这些重要的
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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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Internet

Ye Chusheng ＆ Ｒen Zhaoke

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is facing the dual task
of maintaining medium-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net’s im-
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and then uses the prefectural city
level panel data during 2002 － 2014 to conduct causal inference analysis． The result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shows that Internet not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but also has
obvious structural effect，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service sector，thu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service industry． The expan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ruc-
tur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the Interne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areas where education is better and
urbanization is higher． Our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policy to balance the
“steady growth”and“structural adjustment”．

Key words: internet; economic growth effec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ffect; instrument vari-
able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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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Logic，Essence and Ｒesponse of the Trump Trade War

Dai Xiang ＆ Zhang Erzhen ＆ Wang Yuanxue

Abstract: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China has faced the severe situation that
Trump started a trade war．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the Trump trade war，does not exclude the
western political elite factors such as fear and anxiety about China’s rise，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the main reas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cognitive differences，disequilibrium
of interests，and China’s growing pains． Due to Trump trade war is a kind of unilatera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so it seems to be a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but from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characteristic，essentially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as
well as the blat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system． Therefore，if the re-
sponse is not correct，the global economy will be exposed to the potential and risks of the“Trump
trap”． Therefore，although China does not want to play a trade war，but in the face of ferocious
Trump trade war，China can neither fear nor hide． China should maintain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and
calmly response to the trade war． We should not overreact，but we should also take a limited re-
sponse and strategic concessions，such as strategic concessions，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trade war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is is not just a need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but also the need to a-
void the“Trump trap”that most probably create a chaotic global economic order．

Key words: Trump; trade war; Trump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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